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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• 2023年1月1日，國民法官法正式實施，所代表的意義，即是人民法感情注入判決，以

使司法不遠離人情。故國民法官的參與刑事審判，代表刑法所強調的理性與邏輯，也

應有感性的層面。只是目前國民法官法的規範，是否能反映如此想法，卻有待檢驗。

• 相對來說，司法院從2024年初，開始啟用AI生成判決，肯定是在使判決更為理性，以

能去除司法者的恣意。惟以目前啟用的系統，是否真能帶來純理性，卻也有疑問。本

文即從國民法官與AI法官的兩極制度，如何面對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。



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

• 生理因素:是否有精神障礙，一般認為必須尊重精神醫師的認定。

• 心理因素:是否欠缺違法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，因涉及法律評價，自屬於法官專屬的權

限。

• 就精神鑑定者來說，必須先鑑定有無精神障礙，再進一步判定如此的精神障礙，對於

違法認識或行為控制的判斷能力的影響程度。而法官則是在如此的基礎事實，並綜合

其他事證來總合判斷，被告於行為時，是否有責任能力。故藉由如此的分工，似可清

楚界分鑑定者與法官間的角色定位。只是就現實面來說，如此的分工體系，是否能完

整呈現，卻有其疑問。



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下的精神鑑定

• 準備程序：在起訴後、正式審判前的準備程序階段，雖僅在為爭點之整理，卻因將決定著未來

的審判方向，而具有其重要性。

• 正式審判階段：雖然國民法官有與法官相等同的權力，但由於前述的資訊不對等，關於是否再

行鑑定等，恐還是由法官所主導。而雖然法官就精神醫學未必瞭解，但由平民所擔任的國民法

官，實更難理解。

• 法官的主導權：由於精神鑑定，最主要用於證明被告是否具有責任能力，則關於鑑定報告的結

果，必然會影響國民法官之判斷。而在國民法官審理案件，乃採取附條件多數決下，法官實較

具有主導權。

• 量刑指導：而在合議庭認定被告無責任能力的場合，雖必須判決無罪，但此時就須進入醫療觀

察的鑑定，致脫離刑事司法程序。



AI法官於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

• 精神鑑定由AI取代:由於人本身的不確定性，精神鑑定總具有主觀性，故若由AI來進行資料蒐集、

整合及判斷，是否可降低如此的主觀性。

• 違法辨識與行為控制能力由AI評價:此部分的判斷，可能比有無精神障礙，更具有主觀性，則由

AI來加以判斷，是否亦可降低專斷性。

• 就第1個問題來說，為了降低主觀性，現行精神鑑定，確實也必須依賴腦部斷層掃描、腦波測定、

血液檢測等科學數據，惟除非能確定精神障礙全來自於生理因素，否則，仍不能免於主觀判斷。

再來，有關違法辨識與行為控制能力的判斷，更具有高度的倫理與規範評價，這就會產生，倫

理規範可否數位化之爭議。



AI自動生成判決之問題

• AI量刑系統，乃藉由區分各種犯罪類型，並以行為的輕重、侵害結果的程度、犯罪成本利益比

等，分別予以量化，藉由簡單輸入行為型態、行為手段、行為結果等，即可得出刑罰高低，以

來解決量刑歧異的大黑洞。

• 惟犯罪，尤其是殺人罪，乃屬少數現象，是否足以形成所謂大數據，仍是個大問號。又過往判

決的量刑，到底是基於罪刑相當所得出的結果，抑或是委之於深不可測的司法者內在意志，也

因缺乏公正第三方之檢驗，而讓人對AI量刑系統能否提供一個客觀性基準，產生極大疑問。這

也代表，刑事裁判，決定者絕對是人，而非人工智慧。



國民法官與AI法官是對立、是合作

• 強調法感情介入的國民法官，與強調理性邏輯的AI法官，乃處於光譜的兩極，看似屬於相互對

立的態勢。惟若以現階段來說，在審判階段，無可避免的人之偏見、武斷與恣意，似也可透過

AI的介入，而加以糾正，致可處於合作而非對立關係。

• 只是目前的AI技術，雖已可自我學習、自我修正，但其所吸收的對象，仍是過往人類判決之結

果，是否會因大數據之運算，而可去除人類的本質缺陷，實有賴未來科技的發展。

• 只是如果有一天，AI除了理性之外，也擁有感性與倫理之思維，人類因此只能成為被審判的對

象而非審判者，這是代表公平法院的實現，抑或是人類之終結，就值得玩味。




